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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史·

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形成新论

任　娜　　陈 衍 德

［摘　要］日本华侨华人群体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移民类型，历史上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遇到重重困

难。唐朝时期，日本的华侨华人移民群体 虽 然 已 初 步 形 成，但 始 终 处 于 松 散 状 态。宋 朝 时 期，日 本 的 华 侨

华人已经成为一个稳定的、内部具有一定社会化联系的群体，然而元朝时跌入了低谷。日本华侨华人的社

会化进程至迟到明后期已经完成。１７世纪中叶中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关系对华人赴日产生重大

影响。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全 面 锁 国，日 本 的 华 侨 华 人 群 体 呈 现 萎 缩。隋 唐 时 期 形 成 的 中 日 文 化 传 承 关

系，贯穿于整个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过程，从而使赴日中国移民的文化使命显得特别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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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目前，关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开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特点，学界均

有一定的研究①，但将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放置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加以系统考察，并分析不

同时段中国赴日移民的特点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形成特征之间的关联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此外，

对于早期的日本移民的研究多以华商为重。鉴此，本文在论及华商的同时，兼顾对其他类型移民的分

析，如带有文化使命的士人移民和僧侣移民等。本文在史料文献梳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将揭示日本华

人作为一种区别于东南亚华人和欧洲华人的一种特殊移民类型，从唐朝到清朝是如何从一个松散的

移民群体发展成一个成熟的移民社会的过程。在这一演进过程中，日本华人移民在不同时期的构成

特征、华人移民群体所显现的扩大—缩小—再扩大—再缩小的不稳定进程特点，以及１７世纪中叶中

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网络与华人赴日移民的关系等，本文都将进行阐述。

早期中国人移居海外，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东南亚型，其历史长，人数多，与当地土著的融合

程度较高；一种是欧美型，其历史较短，人数较少，与当地人民的融合程度较低。就日本而言，既不属

前者，亦不属后者，是一种特殊的中国移民类型。由于移民过程是在两个国家（地区）之间发生的，所

以移出国与移入国双方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影响移民进程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由于日本

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以及它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中国的关系之曲折起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移民前往

日本的历史进程，因此华人赴日暂居或定居均呈非连续性状态，人数也有大幅的起落，华人与日人的

融合程度也十分复杂多变。

历史上海外各地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是有一定条件的。首先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华人人口聚居

于一定的地区范围之内，亦即每个华人群体形成的地区是需要一定的人口基数的。其次，在人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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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基础上，朝有组织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形成社会性的群体，而非无组织状态的零散组合。综观

东南亚型和欧美型海外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都是在上述两个条件下进行的。虽然归属于这两种类

型的各国各地区存在不同的具体情况，也有曲折反复的现象，但总体而言，还都是呈连续向上直线发

展状态的。反观日本，情况则有较大的不同。日本华侨华人群体的形成，从长时段来看，是较不稳定

的，人口基数的增长较为缓慢，且时有反复，看不出有连续向上直线发展的趋势。而日本华侨华人社

会的形成，也遇到重重困难。大多数情况是在某几个地方形成小规模的华侨华人社会，至于全国性的

华侨华人社会，是在很晚近的时候才形成的。所以在日本，从华侨华人群体向华侨华人社会过渡的进

程是缓慢且曲折的。

若以中国封建王朝的兴衰更迭为时间坐标来考察中国人赴日的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国内政权更

迭前后的不稳定时期，赴日的政治难民式的中国移民便有所增加，甚至是大量增加，特别是宋元之交

和明清之交这两个时期最为明显。当然，东南亚也有类似的情况，如越南的中国移民。但日本比起后

者更加显著，以至可称其为特点。再者，考察中国东南沿海人民移居海外的最普遍动因，可以说经济

因素是首位的，无论东南亚型抑或欧美型均如此。但就日本而言，虽然以贸易商的身份由暂居到定居

也是中国人赴日居住的一种形式，但很难说是最主要的形式。至少可以说，赴日中国移民，其推动力

很难说经济因素压倒一切。如明清时期许多亦盜亦商的赴日中国移民，其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大致

各占一半。另外，唐、宋、明各朝代的赴日佛教僧侣，也主要是前往日本弘扬佛法这一非经济因素促成

的，更不要说近代中国赴日的大批留学生（他们可视为暂居的中国移民，其中也有一些人长期滞留下

来），乃是想通过日本学到西式的先进文化，与赴海外图存求财无涉。

再从中国移民的民系（血缘和地缘关系），以及所从事的职业的角度来考察，东南亚型与欧美型的中

国移民多属所谓“汉族闽粤系”（其中赴欧美者多属粤系）。然而，移民日本的中国人，最早的却并非来自

闽粤，而是来自闽粤以北地区。这一点当然与日本和江浙一带的海路距离较短有很大关系。由于江浙

的开发比闽粤为早，因此这一带的赴日中国移民，就不像后来大批赴东南亚和欧美的闽粤移民那样属生

存型移民，至少有一部分属发展型移民，即向海外寻找出路是为了寻求比在母国更有前途的发展之道。

二　唐宋时期的日本华侨华人群体

１．侨民群体的初步形成

唐朝以前，来自中国的移民在日本并未单独形成一个群体，而是融入了当地土著，被称为“渡来

人”或“归化人”①。从文化上来说，这类中国移民在融入的过程中已渐渐丧失了自身的民族特性。因

此这一类中国移民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严格地说只能从唐代开始来讨论华侨华人群体在日本

的形成问题。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此一时期，日本国家统一局面已逐渐形成，社会趋于安

定，成为吸引外来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唐朝包括僧侣在内的各种中国移民前往日本渐多，其中鉴真

和尚东渡日本并建立了唐招提寺，弘扬汉传佛教，是中日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鉴真及随行人员７５３
年第六次东渡日本成功）。与此同时，日本也派出大量遣唐使和留学生（包括留学僧）来到唐朝。当这

些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后，跟随他们返回日本的，还有许多受其招聘的中国人才（鉴真就是日本留学

僧和遣唐使力促其赴日的），以及唐朝官方派出而因种种原因滞留于日本的人员。罗晃潮指出：“这些

人便都成为当时的华侨，不少人还入了日籍成为日本华人，仅见于日本史籍的便有数十人，其中最著

者有沈维岳、袁晋卿、张道光、卢如津、李元环、陈怀玉、徐公卿、皇甫东朝、皇甫升女、晏子钦、朱玖、孟

惠芝、吾税儿、王维倩、王希逸、李法琬、斯麻吕等等。他们中不少人还获得日本朝廷赐给的日本姓氏，

并叙位任官。这些人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②

日本遣唐使和留学生回国后，正是在赴日的中国人的帮助下，完成了日本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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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大化革新。韩国磐指出：“［日本］当时所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和文武天皇时在公 元７０１年

（大宝元年，唐武后长安元年）所颁布的《大宝律令》，都受到唐朝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日本的官制，从
大化革新后也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系统”，其原型也来自唐朝。文武天皇时建造的平安京（京

都）也是模仿唐长安城建成的。其他如仿汉人草书制定平假名、取汉字偏旁制定片假名，从而有了日

本自己的文字，等等，都与日本访唐人员及随其赴日的中国人密切相关①。
中国唐朝时期，日本认识到自身的落后，自觉自愿地向中国学习，从而使日本社会、文化的发展和

变化方向与中国日益接近、渐趋一致。中国移民前往日本，与此一形势可谓是互为因果。换言之，中

国移民带来了先进文化，使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差别缩小了，而日本社会和文化的这种变化，鼓励

了更多的中国移民前往日本，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虽然从移民人数和规模来看，这一时期尚无法

与明清以后东南沿海的大批移民相比，但后者是一种以普通百姓为主的移民，与前者的精英式移民亦

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可以说，唐朝时期中国的人才精英移居日本，是无法简单地以人数来加以评判

的，而必须将其置于当时中日两国关系的大框架下，以及当时东亚独特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

当然，也不能忽略因贸易关系而移居日本的中国移民。贸易活动对移民的推动在唐朝虽不十分

显著，但毕竟是此间中国人前往日本暂居甚至长期居留的重要“推力”。有日本学者据来华的日人记

叙进行统计，唐朝船只前往日本的有二十余次，所列唐朝商人名字有李延孝、李处人、张友信、李邻德

等多人，其中有多次前往者。而自日本返唐的有十余次。商船往返次数加起来有四十多次，超过遣唐

使次数。这还是仅就唐亡之前五六十年而言②。值得注意的是，前往日本的次数超过返回中国的次

数，这其中就存在着中国商人滞留日本不归的可能性。再者，由于当时日本的造船技术远不如中国，

因此许多建造船只的中国能工巧匠便前往日本并长期居留下来，为日本建造海船。据《续日本纪》记

载，日本养老七年（７２２年）“唐人王六仲始造飞舟进之，天皇嘉叹，授从五品下”。又，唐会昌二年（８４２
年）在日本佐贺岛由中国人承造樟木船１艘。同年，唐朝商人张友信在日本肥前松浦郡柏岛建造大

船，当然也使用了不少中国工匠③。这些中国造船工匠，构成了当时侨居日本的中国人之一部分。

综合地看，唐朝时期中国在日本的移民群体已初步形成，但始终处于松散状态。中国移民中的各

个阶层之间并未产生太多的联系。僧侣阶层主要活动于日本佛教界，以弘扬汉传佛教为己任，尽管其

中的高级僧侣或与日本政界有所关涉，其所倡建的中国式佛寺也推进了日本建筑技术的发展。文人

知识阶层除了与日本文化界关系密切外，也与当时日本的政治改革有所互动，并通过他们与日本遣唐

使，以及与归国的日本赴唐留学生之关系，对日本政治产生某种影响。商人阶层对中日贸易的推动是

显而易见的，他们雇用中国工匠到日本从事某些手工业（主要是造船业），因而商人与工匠的关系密

切，但仅靠这两个阶层无法形成真正的华侨华人社会。总之，由于唐代的中国移民各阶层分别与其对

应的日本社会阶层产生联系，中国移民内部并无整合的需求，因此虽然从总体上看，在日本已开始形

成华侨华人移民群体，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只是一种结构松散的侨民群体。

２．华侨华人社会萌芽的出现

宋朝与日本的关系与之前的唐朝相比有些许变化，官方色彩减弱而民间色彩加重，此间中国文化

对日本的影响虽然不像唐代那样明显，但已经从制度层面向生活层面扩展，由此可折射出中国移民在

日本的重要性。因为生活层面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需要两个民族普通成员的长期接触。北宋初年

中日海路以中国浙江与日本九州之间的通航最为频繁，这就为日后众多中国僧人自浙江赴日埋下了

伏笔。由于此间像遣唐使那样的官方使节并不多见，因此日本僧人多附舶往来于中日之间，由此也可

见两国海上贸易较前有所发展。这些情况都为中国人迁徙日本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宋朝的赴日中

国人比唐朝增多了。
就中日双方情况而言，北宋大致相当于日本滕原氏全盛前后，南宋则相当于日本武家兴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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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百一十余年中，中国方面，北宋的疆域较为广大，局势相对平稳；南宋则偏安江南（包括四川及

陕西一部），且时有战事干扰。日本方面，滕原氏在对外关系中持保守态度，武家时期则较为开放。这

样一种不同和变化，自然影响了中日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从而使中国移民群体在日本的状况也有

所不同。从贸易的总体状况来看，“在北宋时代，日本对外贸易颇有衰退倾向，采取禁止本国人私自到

海外去等锁国主义，因此来往商船只有宋船”，并且中国船只开往日本分外频繁，几乎年年不绝，“但开

往宋朝的日本船却几乎不见”①。进入南宋以后，日本武家采取的进取政策，鼓励了对外贸易，所以日

本船只开往宋朝的也不少。南宋王朝更加倚重外贸收入，故对外通商更加频繁。

北宋时期赴日的中国商人见之于中日史籍者不下三四十人。他们中有的与日本公卿贵族多有交

往，有的从离中国较近的海港深入日本列岛更远之处，有的长期居住懂得日语，有的获准成为日籍华

人并娶日本女子为妻。总之，他们更加适应日本社会并能长期在彼处生活。南宋时除了商人继续成

为赴日华侨华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旅日中国工匠也比以往更多，“由于谋生的需要，他们分布地域较

广，除博多外，在九州大分县的深山及远至关西的京都、奈良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中有许多人为日

本寺庙建筑贡献了聪明才智，建造了不少精美的石塔、石像，雕刻、铸造了许多佛像和其他艺术品，有

的还在造船、雕版印刷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由于专心致志从事这些工作需要他们较长时间居留

日本，所以他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旅日华侨②。

宋朝士人赴日者虽然在数量上无法与商人、工匠相比，但他们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绝不比后者逊

色。罗晃潮写道：“侨日士人中最著者有李用、朗元房等人。前者实为华侨在日本专事传扬宋代理学

的第一人。”“宋医朗元房被北条时和北条时宗聘为侍医，在镰仓侨居三十余年，对日本医学的发展贡

献不小。”③而作为中国移民之一部分的宋朝僧人，与唐朝僧 人 一 样，对 日 本 古 代 精 神 文 化 做 出 了 贡

献。如兰溪道隆率其弟子义翁绍仁等人前往日本，并开设镰仓时期首个禅宗道场（１２４６－１２４９年间

之事）。此后宋朝僧人不断赴日，日本禅宗由此而兴。

从宋代中国移民的结构来看，仍然主要由僧人、士人、商人、工匠等组成，但人数较唐代有所增加，

居留时间也延长了。以商人为例，“较早时，唐人随船乘季风而来，做完买卖后又乘季风而回。后来由

于业务上的需要，不得不留驻下来，娶妻置宅，生儿育女，是为早期出现的华社”④。从史料记载来看，

赴日华侨所娶多为日本女子，可见多为单身男性。但娶日籍妻子者毕竟为少数，华侨华人群体的维持

还须靠不断补充新鲜血液，这就有赖于中日海上交通的发展。宋代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均比唐代有

更大进步，这使在日华侨华人群体能维持在一定的人数水平上。再者，由于中日海商的种种私人关系

网络，甚至中日佛教僧侣（主要是禅宗）的关系网络，也使得日本需要的各式各样人才东渡日本并居留

下来，从而达到在日华侨华人形成群体的人口基数要求⑤。

宋朝时期在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是否已经完成了内部整合，从而开始形成一个中国华侨华人社

会？从种种条件来看，这样一个社会至少已经露出萌芽。换言之，此间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已经成为

一个稳定的、内部具有一定社会化联系的人群。罗晃潮指出：“到平氏政权的全盛时期，即１２世纪７０
年代，来日本定居于博多的宋人达到了高峰。据日本《石清水文书》记载，当时在博多的筥崎宫附近有

一条唐人街，居住着很多宋人。他们按照祖国的风俗习惯，在街中兴建了许多中国式祠堂，被称为‘宋
人百堂’。”１１９５年，归国的日本留学宋朝的荣西禅师还在博多创建了一所寺庙，有可能成为侨日宋人

的参拜处所。如果由此上溯至８世纪，日本执政者在福冈（博多）设置了大宰府，亦即处理一切对外事

务的机构，来自中国的官方使节和民间商人首先在这里受到入境接待，尤其从１２世纪初开始，“来到

日本的宋朝商人、工匠大都聚居于博多，并以北九州为中心，活跃于九州地区的福冈、长崎、大分、熊本

等县，甚至远达越前、镰仓”⑥，那么，就可以看出，此间博多及其周边乃至更远地区的华侨华人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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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形成，就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发展的结果。

元朝时期，中日双方均受各自内部问题的困扰。尽管中日社会经济的发展互有需求，贸易和人员

往来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或明或暗地进行，元代的侨日僧侣，雕版、铸造工匠，以及商人，也对日本这一

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做出了贡献①，但这一时期，中国人能畅顺地移居日本已非易事，除非日本方

面有特殊需要，或者中国方面有特殊的“推力”。这里关键的因素是统治中国的元政权己非往昔在日

本人眼中辉煌的唐宋帝国可比，而日本自身也已完成“唐化”，进入内部调整时代。总之，元朝时期的

日本华侨华人群体在整个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处于一种低谷的状态。

三　明清时期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

１．日本华侨华人社会正式形成

明朝时期，尤其是明中叶以后，中国向海外移民出现了关键性转折。从世界大局来看，全球资本

主义体系开始形成。从中国内部来看，封建经济内部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安土重迁的农民意识已开

始松动，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百姓，已经看出到海外寻找生存空间无论风险多么巨大都是一条可尝试

的出路，加上私人海商资本也已开始突破封建壁垒的重重围堵，这几股变革力量汇合成势不可挡的历

史潮流，推进了移民潮向海外的涌动。作为近代世界三大移民潮之一的中国海外移民（另二者是欧洲

人移民美洲新大陆和非洲黑奴贩卖），正是在此一形势下发展起来的。

从元末明初到明后期倭患消除以前，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或明或暗、不绝如缕的状态

中②。中国人移居日本的进程也从未间断。从日本方面来说，其对中国商品的需求种类繁多、数量巨

大：“大抵日本所需，皆产自中国，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

（按：即杭州）造也。他如饶之磁器，湖之丝绵，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③从中国方面来

说，海上私商对日贸易获利甚巨，“以数十金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余金之船，卖千金而返”。特别

是东南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至明中叶已多以银为流通货币，对日本银子需求甚殷。有商船在日卖

货得银之后，“所得倭银，在船熔化，有炉冶焉，有风箱器具焉”；“所得倭银，即令银匠在船倾销。计各商

觅利，多至数倍，得意汛舟而归”④。双方彼此的强烈需求，反映出两国间商贸往来的发展势不可挡。

从倭寇完全平定的１５６６年，至清朝收复台湾的１６８３年，这一百多年时间，可谓中国东南私人海

上贸易的黄金时代。平 倭 之 后 的 明 朝 已 经 日 趋 没 落，无 力 控 制 海 外 贸 易 了。以 福 建 漳 州 月 港 开 港

（１５６７年）为标志，东南沿海私商日益活跃，最终成为中国海上贸易的主角。这当中，中日贸易以及由

此而来的商业移民，构成此一历史的重要部分。明中叶至明末清初，以闽南人为主体的闽商一直是中

日之间的主要贸易商，他们在日本九州的侨居亦成必然之势。１５４０－１６３５年间，他们可以不受限制

地居住在九州岛上的任何港埠，可以同当地日本商民自由互市。然而从１６３５年起，幕府下令所有外

国商船只能在长崎从事交易，从这一年起，所有中国商人（九州岛上的以及日本其他地方的）都被限制

居住在长崎。钱江认为，在此之前的近百年内，“九州岛上涌现出至少７个中国商人的侨居社区，特别

在丰后、肥前的平户以及萨摩（今鹿儿岛县西部）等地。在九州岛寓居的这些中国商人主要来自闽南、

徽州以及浙江沿海地区”。其中，最早的华人社区可能是博多。钱江引用明朝文献《日本考》的记叙，

说博多“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此外，在平户

和五岛列岛也可找到闽商在当时活动的踪迹。钱江引用郑舜功（明朝派出的非正式使者）之说，“据当

地传说，平户岛上的中国侨民最初出现于１５３５年前后，而且是来自福建的一批民间私人海商”。而著

名的海盗头目、徽州人王直（他的手下大多为闽人），也在平户建立了一个“唐人町”。１５４０－１５５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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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平户一跃而为九州岛的第一贸易大港，五岛列岛则是王直集团的走私贸易基地。钱江指出：“日本

平户湾西北海岸的福建商人侨居社区在１７世纪初最为繁荣兴盛，尤其是在李旦任侨领时期，闽商在

当地的活动达到鼎盛，而李旦本人则是泉州籍闽商的杰出代表。”他还指出：“在１７世纪最初的二三十

年间，长崎和平户两地的闽商侨居社区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当时，富有的福建商人一般在长崎和平

户两地都置有府邸房产和存放货物的仓库。”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此间日本的华商社区已经由

地缘和血缘关系紧密地联系起来了①。

１６３５年是日本华侨史的一个重要节点。这一年，幕府发布了对华侨的居住限制令，还首次在长

崎任命侨领为“唐年行司”，以掌管包括诉讼在内的华人社区事务。日本学者荒木周道在《幕府时代的

长崎》中列举了担任过这一职务的一系列侨领姓名：欧阳云台、何三官、江七官、张三官、何八官、陈奕

山等②。其职应与东南亚华侨社区的早期首领“甲必丹”相类似。中国学者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

研究，除引述此一日本论著外，也引用了明朝的相关史料，以说明日本的华侨华人群体状况。他说：
“据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年）亲身到过日本的刘凤岐说，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年）侨居长崎的明商还不

到２０人，‘而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日本）诸岛计之，约二三万人’。又据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
福建巡抚南居益说，‘闻闽越三吴之人，住于倭岛者，不知几千百家，与倭婚媾长子孙，名曰唐市’。这

些与日本人通婚生子的华人假设有５０００家，每家以５口人计算，总数也达２５　０００人。”③由于缺乏元

朝在日华侨人数与之相比较，故难以判断其人数的扩张规模。但就当时中日贸易的繁盛来看，商人移

民的人数肯定是增加了。而且从上述两位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日本华侨华人群体的社会化进程，至
迟到明后期已经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华侨华人社会在日本可以说已经正式形成了。

明后期除了丰臣秀吉两次侵朝战争期间中国商人赴日减少甚至停止之外，赴日商船一直呈上升

趋势。日本学者岩生成一根据欧洲各国的记载（特别是荷兰商馆文书），将日本庆长年间以后至正保

元年（１６４４年）渡航日本的中国船只情况整理出来，发现每年约有三十艘，多时有六七十艘。宽永十

二年（１６３５年）中国商船被限定停靠长崎一港之前，除长崎外，萨摩、平户、唐津、博多等九州各港，甚

至本州的大阪、纪州（今和歌山）附近均有中国商船渡航的记载，而其船数在宽永十八年（１６４１年）达

到９７艘。可见在中国国内政局动荡的局面下，中日贸易不减反增④。而此间的赴日中国商人更是以

闽人为主。早在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兵部就报告说：“……通倭之人皆闽人也，合福、兴、泉、漳共数

万计，无论不能禁。”⑤当郑成功集团完全控制了台湾海峡及其南北两向的海上贸易通道后，闽人更是

在海外贸易上独占鳌头。因此，此间移居日本的中国人当亦以闽人为主。刘序枫认为：“唐人町之分

布，以九州各地为最多，本州亦有一些。以九州为例，臼杵、府内（在今大分）、日向、萨摩、大隅、肥后、

博多、丰前小仓、平户、五岛、岛原各地均有唐人或唐人町之记录。”⑥

那么，此间日本的华侨华人之成分如何呢？由他们所组成的华侨华人社会情况又如何呢？刘序

枫研究后指出：“这些居留者中有富商，也有儒士、医生、技术者。此外，亦有不少被倭宼、海盜所虏而

转卖至日本者及其他亡命无赖之徒。”⑦ 在各式各样的移民海外的华人当中，商人在华侨华人社会中

的作用是最大的。因为海外华人社会没有士绅阶级，商人就取而代之地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在这

一点上，日本的华人社会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并无不同。尽管有作为政治流亡者的儒士，但他们已失

去曾经在本土拥有的社会基础，不可能像在本土那样发挥作用。商人除了作为日本政府与华人之间

的桥梁，统领华人社会之外，还“与国内亲友保持联系，利用宗族、同乡及地缘等关系经营中日间的贸

易”，有的还成为所谓“倭牙”，即经纪人，居间介绍华商与日商的交易⑧。而那些被掠卖到日本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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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与鸦片战争之后被掠卖到东南亚和美洲的华工，其身份地位则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更早而已。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的特殊国情，使日本的华人在传统的延续方面受到种种限制，被迫无奈地融入了

日本人社会，从而使华人社会在规模上无法扩大，在文化上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根”。最明显的就是华

人如欲在日本长期生存，就不得不改为日本人的名字。例如郑成功的母亲其实是第三代华人，但从其

名字上看似乎与日本人无异。再者，大多数华人单身男性也不得不娶日本女子为妻，从而使日本妻子

抚养成人的后代更快地丧失中华文化的特性。

２．中国—东南亚—日本贸易网络与中国移民

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包括台湾）—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关系与中国移民有着密切关联。

遍布东南亚各地的华商通过与日本商人的贸易，发挥着中日间接性贸易的作用。在这一关系当中，台
湾扮演了重要角色。台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是往返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中国商船的必由海路，而

且无论在荷据时期还是郑氏占台时期，台湾自身即为贸易基地。从１７世纪３０年代初开始，“郑芝龙

的亲、堂兄弟，叔、伯、甥、侄，甚至他的母亲，都在合力经营海外贸易，郑氏家族的海舶遍及中国沿岸、

东南亚与日本诸港口。郑芝龙违朝廷之禁，开辟了与日本的直接贸易航线”①。台湾—琉球—日本的

中国移民路径，由于岛链和贸易链的双重连接而变得更加重要。

根据葡萄牙学者的研究，１６２０－１６４０年间澳门对日本长崎港口的贸易船只数目为８０艘②。澳门

的货源有一大部分来自中国内地，因此这也可视为中日贸易的一部分。而中国人通过澳门前往日本，

也不是不可能的。同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商人为避免违禁直接前往日本，而来到马尼拉与日

商进行交易，“徐光启的《海防迂说》中提及，嘉靖年间私贩日本虽减少，但海禁解除后，江浙、福建商人

将湖丝等商品转卖西洋、吕宋诸国，在当地与西班牙、日本商人进行交易”，“吕宋成为中日贸易的中继

地，日本‘朱印船’贸易商多以银换取中国生丝和当地土产”③。吕宋即为马尼拉岛屿，其中的马尼拉

市是华商聚居的重要海港，因此不排除华人经由此地前往日本的可能性。

从更加广阔的视角来考察此间的中日贸易，可以说１７世纪中叶中国—东南亚—日本的三角贸易

关系已经深深崁入东亚的海洋贸易网络之中④。“中国在日本的贸易获得巨大发展。１６６４年，有３３
艘中国船只抵达日本，其中４艘来自柬埔寨，４艘从台湾来，５艘由广南发舶，１艘由琉球启锚。”当时

越南北部的东京（河内）成为另一个中日两国商人贸易的据点。“１６７７年，从厦门、广州和日本来的３
艘装载大批货物的船只抵达东京”，“日本对东京丝绸的需求量极大，使丝绸贸易成为两国交往的基

础”。所谓东京丝绸，只能是来自中国的丝绸，因为中日之间不便进行直接交易，因而在东京（湾）间接

地进行交易。再者，金边也成为中日贸易的又一个据点：“１６６５年，有４艘中国船溯流驶往金边，其中

３艘来自日本，１艘由澎湖列岛而来。”⑤总之，面对清朝的海禁和日本的锁国，中国商人还是能以迂迴

曲折的方式进行中日之间的贸易。而在这张巨大的贸易网络之下，有可能隐藏着另一张网络，那就是

商业移民和其他人员的国际迁移网络。由此推断，中国人移居日本并非单纯地从中国本土迁出，经由

第三地迁入日本既有可能性，也有现实性。

３．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萎缩

正当东亚海域的国际贸易日益发展、移民渠道日益多元化之时，日本国内开始出现一股与之相违

背的逆流，那就是锁国令的逐步推行。从德川幕府第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开始，各项闭关自守的政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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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不断推出，包括禁绝基督教、禁止日本人出国、限制对外贸易等等。其中，针对侨居日本的华侨华

人及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的有：日本各地华侨华人必须迁往长崎集中居住；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只能

停靠在长崎一个港口，且中国商人和船员在交易完成之后必须离开，不得滞留；幕府特许的日商按官

方垄断价格收购进口的生丝等中国商品，以抑制其高昂的价格；限制银、铜等日本产品流向中国的数

量，等等。与此同时，日本的锁国还包括对内政策，其中对中国商人影响最大的有禁止日本武士经商，

从而断绝了中国商人的内应，使其无法与日本的合作者共同赚取利润。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策

和措施虽无法根本扭转中日贸易，以及中国人移居日本的大趋势，但其对中国商人的不利影响是显而

易见的。

清朝前期中日贸易继续发展，但到后期即呈下降趋势。日本学者木宫泰彥将１６６２－１８３９年间中

国商船往来日本的数目进行了列表统计，在这１７８年当中，赴日中国商船的高峰出现在１６８４年以后

的３０年间，其中１６８７年达到１３７艘的峰值。而自１７１４年开始明显下降，自１８１７年开始再也没有超

过每年１０艘①。其中原因虽然较为复杂，但此间中日两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双方贸易的商品结构发

生了很大变化，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对日需求最大的银，由于国内银矿的开发而得到缓解；而

日本对华需求最大的生丝，也因其国内生丝产量的增加而大为减少。另一方面，中日两国生活水平的

提高（特别是上层富裕阶级），对对方有了新的商品需求。中方对高级水产品（如海参、鲍鱼等）的需求

增长最快，而日方对高级中药材（如人参、大黄等）的需求量最大。再者，虽然中方对铜仍有需求，但由

于日方对铜出口的限制，以及中方为官府采办进口铜的商人在国内也遇到种种麻烦，因而铜的贸易趋

于下降，而以往由日输华的黄金，因此间日本的金银比价远高于中国，促使中国商人反而向日本输出

黄金以赚取巨额差价②。

中日贸易关系的变化对日本的华侨华人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此间日本对华贸易实行“勘合”

制度，向中国商人颁发“信牌”，持有信牌方许贸易。日本文献《和汉寄文》对信牌的作用解释道：“今合

行给照，即与信牌一张，以为凭据，进港之日，验明牌票，缴纥即收船只。其无凭者，即刻遣回。”③这就

结束了以往自由销售的贸易方式，中国商人必须获得日方批准查验方可进行交易。此外，日本政府还

相继对贸易额与每年赴日贸易的中国商船数量实行了限制。其次，日本对赴日中国商人实行了严格

的居住限制，原先中国商人可以任意投宿在其亲友家中，然而１６８８年幕府在长崎建造了唐人坊，次年

起令中国商船登岸人员均须住于唐人坊围墙内，禁止擅自外出；“除规定派驻人员外，不准其他人员擅

自进入围内”④。如此则赴日中国商人与当地华人社会的联系也受到限制，即使是中国商人外出参拜

寺庙，日方也要派人跟随。另一方面，幕府任命“长崎奉行”这一职官“统治该地，一面管理对外贸易，

并不断监视外国的动静，防备外寇”⑤。其职之下还有名目繁多的大小职官，分工明确地管理来日贸

易的商船、商品与商人的各项事务。此外还设有地方官会同处理对外贸易事务的“长崎会所”。在锁

国的大背景下，日本政府对华侨华人社会进行严格的控制，移民出入从而受到极大限制。总体而言，

这一时期，日本华侨华人群体失去新鲜血液的补充，处于萎缩状态。不仅如此，原有的华侨华人本身

也处于蜕变之中。那些被称为“住宅唐人”的华人，实际上已经被日本社会逐渐同化，一部分人还被幕

府任命为“唐通事”（相当于翻译官）⑥。而作为华侨华人社会组织的长崎四唐庙，也因不再有来自中

国的僧人而空缺了住持。１７２３年最后一位中国僧人赴日之后，长达一千年的中国僧人东渡日本的历

史就此终结了。虽然日本社会仍不时需要中国人才，而为数不多的身怀特技的华人也获得幕府的特

许在日本长期居留，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日本华侨华人社会日益萎缩的状态。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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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的中国商人仍然担当着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他们是中国特殊人才输入日本的中介桥

梁，是中国文化精品进入日本的传递者，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继续传播，也对近代以后华侨华人社会在

日本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作了历史文化的铺垫。

四　结　　论

纵观唐宋元明清中国的赴日移民，其中人数不多的精英移民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当然，以具备特殊技能者为代表的技术移民之作用亦不可忽略。从贸易商人演化成移民的情况，虽然

与各国相比并非十分特别，但其或明或暗的表现，使其所扮演的角色蒙上了一层特殊色彩。所有这

些，或许皆可视为日本华侨华人群体的特点。再者，历代赴日的中国移民不断重演着群体扩大—缩

小—再扩大—再缩小的不稳定进程，亦即中国移民不断被日本社会所同化，这就意味着，在新移民不

足以弥补融入日本社会的华人之情况下，在日华侨华人群体的规模将受到限制，甚至处于萎缩状态。

而江户时期长时段的锁国政策，终于使封建时期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进一步萎缩。

尽管历史上中日关系起伏跌宕，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在多个时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也始终无法直线

向上地扩展其规模，但由隋唐时期形成的中日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日本向中国学习先进的文化），却
基本不变地贯穿于整个日本封建时期。这就使赴日中国移民的文化使命特别醒目。这一使命通过中

日之间大量而频繁的物资、人员、信息交流得到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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